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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双星球鞋以「分兵突围」的战略，一改过去国企的颓势，成为内地重要的球

鞋品牌，但随之而来的，却又是西南部分公司「闹独立」，终而公司分裂，元气

大伤。本文以中国人关系圈理论(Chinese Guanxi Circle Theory)提出对此一现象

的解释，融合了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及许烺光的情境中心概念，指出中国人的

最重要的激励因素是「裂土封侯」，让有能力的员工取得独立的经营权，营造一

个以自已的人脉网为中心的集体，既透过集体的努力完成自我目标的追求，同时

也一荣俱荣地与集体分享成果。这样的激励手段往往能调动中国人最高的工作热

忱，「分兵」之后各自努力，突破当前的困境。只是这样的激励手段经常只是建

立在信任、关系之上，完全的授权后就少了更多的治理机制，当人际关系因不同

团体间利益分配不均而发生变化时，原来的「分兵」就成了「叛军」，反而引发

了内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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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导言 

大陆百姓心中有一个「中低档价位，美观实惠，老百姓买得起的」鞋业名牌

——双星。双星集团是大陆制鞋历史最早的国有企业，其前身是山东省青岛市第

九橡胶厂。1983 年，有着 2000 多名职工的青岛橡胶九厂仍是跟着大陆短缺经

济与计划经济的状态下的国家生产计划转，数十年不变地生产「解放鞋」，原料

由国家统配，产品由国家包销。但到了 83 年底，初期的改革开放使市场经济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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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端倪，商业部门告诉橡胶九厂，「傻大笨粗」的解放鞋卖不出去，拒绝收购。

刚刚被任命为青岛橡胶九厂党委书记的汪海（后为青岛双星集团总裁），面对堆

积如山的 200 万双解放鞋，被逼之下迈出了「自销」的第一步，他领导双星脱

离当时的国营商业机构——百货商场的束缚，开始自行组建销售网络，进入市场

卖鞋。汪海还进行了内部机构改革，将武装部和安全科两科合并，将队伍庞大的

计划科并进销售科，进而将原先只有 4 个人的销售科扩充为拥有 600 人的销售

公司，其员工劳动关系完全实行合同制2。  

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启示下汪海认识到，面对灵活多变且潜力巨大的市

场，国有体制在竞争性行业中并不能保持持续发展的优势。上世纪 90 年代初，

汪海将双星经营公司进行承包买断，完成了职工从「给公司卖鞋」到「给自己卖

鞋」的转变，让众多职工变成了百万富翁。他还将邓小平提出的「农村责任田」

的方法移植到工厂，创造了双星市场化「四自一包」管理新模式——将车间设备

承包给职工个人，把企业的工作岗位变成了每位职工的「责任田」，实现了承包

者自己管理、自己算账、自己减人、自己降耗。双星集团大举推行连锁经营，构

筑起工厂、物流平台和商场、超市、连锁店一体化的生产营销体系。截至 2008

年前后，双星已在山东、河南、四川、贵州等地的山区建起十几个低生产成本的

生产基地，部署下西南地区、鲁冀地区等 10 大经营战区、200 多家代理、5000

多家连锁店的营销网络。双星牌运动鞋连续 10 年夺得同类商品市场销售第一，

稳居大陆制鞋行业的龙头地位。3值得一提的是，带领双星在市场中弄潮的汪海

成为了双星集团内部共推的「终身总裁」，并被与他一同打拼天下的各战区经理、

负责人尊称为「老爷子」。 

双星集团内，有两位地区负责人是汪海的得力助手、重点培养对象，甚至与

老爷子以「父子」、「父女」相称——他们就是刘树利、韩俊芝夫妇。时任成都

双星董事局主席的刘树利从 1985 年到双星，1996 年开始担任集团营销平台高

管十余年；时任双星集团成都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CEO，也是济南双星经贸

有限公司董事长的韩俊芝，1973 年仅 16 岁之际便进入双星工作。刘树利夫妇以

双星集团成都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平台，控股了重庆双星工贸有限公司、昆

明双星经贸有限公司和贵阳双星经贸有限公司，加上成都双星管辖的四川区域，

上述四家在双星集团内部统称为西南双星。西南双星的前身为「双星成都经营

部」，创立初期，它同许多双星分公司一样，因体制之限，举步维艰。直到上世

纪 90 年代中期，其年销售额仍然不足 300 万元。 1998 年，在汪海的主导下，

一场以「私人买断、国有资本退出」、「各承包代理商按年分期偿还所欠集团让

利打折资金」为特征的双星各地方分公司的私人承包责任制改革拉开大幕，双星

西南各公司也改制成刘树利等个人股东共同拥有的私营企业———成都科技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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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西南双星超常崛起，到 2007 年底，其总资产接近 3 亿元，净资产 1.5

亿元，年销售额达到 7.5 亿元，在整个西南地区拥有双星专卖店近 2000 家(包括

直营店和加盟店)，而当时双星在全国的专卖店总计也才 4000 家左右。时下，西

南双星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承包代理商身份，其鞋类和服装的产能已经具备相当规

模，甚至远超双星集团本部，且控制了「双星」品牌的大部分管道。西南双星在

客观上与双星集团形成「双星」品牌共享。2008 年时，西南双星的销售量相当

于双星品牌总销售量的 50%至 70%。 

双星球鞋的成功最重要是在管理模式上采用了「承包制」，另一个很形像的

说法就是「分兵突围」，当国有企业面对经营困难时，常常使用分兵突围的方式，

将一部分的业务「包」给组织内的一小股员工，让他们自己组成团队去杀出一条

血路。为什么这在中国会是一个有效的管理制度改革呢?简单的说，就是这个管

理制度在中国人中能提供最强的激励，我们可以说是一种「裂土封侯」型的激励。 

ii. 一个「中国人关系圈」的诠释 

在激励理论中，X 理论假设员工是被动的，强调的是「胡萝卜与棒子」的激

励措施，一方面用奖励一方面用惩罚，使员工行为符合组织的工作安排。Y 理论

假设员工会主动地追求个人成就感，所以最好的激励是让其有独立决策空间，自

我设定目标，员工会主动积极地完成目标，以满足其自我肯定的需求。Z 理论假

设员工是追求社会归属感的社会人，所以最好的激励是组织给予员工社会肯定，

让其有归属感，有组织认同感，认同了集体的愿景与目标而有安身立命的感觉。

Y 理论是个人主义文化下产生的激励理论，Z 理论则是日本学者大内(William G. 

Ouchi; Wilkins & Ouchi 1983)在日本的集体主义文化中提出的理论。可是，这些

理论都不足以完全解释中国人「裂土封侯」式的激励。我们因此提出「中国人关

系圈」理论(Chinese Guanxi Circle Theory)，来解释这种激励形式。 

中国人关系圈的概念取材自费孝通（1998）的差序格局概念，强调中国人的

关系网是一圈一圈由内向外依亲疏远近而建构的，另外则取材自许烺光的“情境

中心”概念，强调这个「内」「外」之分是因时因人而变的，中国人的集体边界

是不固定的，可以因个人需求而有所变化。 

费孝通以一个譬喻来说明中国人的差序格局，就好比一颗石子投入水中，形

成一圈又一圈的水纹，中国人的社会关系结构也像似这种水纹，是以一己为中心，

依照亲疏远近而建立出一圈又一圈的关系网。他又指出：“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

网络里, 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为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体主义, 而是自我主义。

个人是对团体而说的, 是分子对全体。在个体主义下, 一方面是平等观念, 指在

同一团体中各分子地位相等, 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力; 一方面是宪法观念, 指

团体不抹煞个人， 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交出一分权力上控制个人。这些观念必

须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 因为我们所有



的是自我主义, 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由此，费孝通指出“私’

是中国人社会行为的核心。 

这一段论述说明了中国人并不如很多西方管理理论以为的是集体主义的，相

反地，正是因为每个人的关系网以自我为中心，所以「私」解释了中国人为什么

那么强烈的追求个人成就，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人人都要追求当独当一面的领导，

以能够「裂土」、「封侯」成为个人成就的最高目标。但是，如果说 Y 理论正

好解释这样的激励因素，又不太符合我们的常识了，费孝通也强调不能用个体主

义(individualism)来解释中国人的私，因为中国人经常以个人成就「光宗耀祖」、

「一荣俱荣」，甚或是让自已人「鸡犬升天」，他的个人「封侯」背后，裂土是

为了与别人分享其「土」。如果用集体主义文化的 Z 理论来解释这个认同集体

目标、归功劳于大家，有好处见者有份的现象，似乎又丢掉了中国人「私」的那

一部分。 

为什么中国人的行为模式会引发如此多不同的争论呢？对管理学研究而言，

更重要的是，个体主义或集体主义的理论适用于中国人组织行为的分析吗?中国

人关系圈理论综合了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与许烺光的“情境中心”概念，可以

帮助我们了解中国人的行为模式。以自我为关系网中心的中国人是很强调「私」

的，但这个「私」并不是个体主义底下的个人只看重个人目标而忽视集体目标，

相反的，中国人的个人目标往往是透过一群人来完成，所以完成个人目标必须思

考如何处理与这群人的关系。换言之，中国人的集体与个体不但不冲突，而且是

相辅相成的，一个越想要追求个人成就的人，也往往越懂得形成集体，营造集体

目标，享有也分享集体成果，因为中国人关系圈的概念指出，此一群体其实不是

一个如组织、宗教团体、阶级、种族、国家等的集体，而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脉

网(ego-centered social network)。 

人脉可被视为一个自我中心信任网络（罗家德 2006），是一个人在生活、

工作场域中主动建构或与生俱来的信任关系的总和。人脉关系由近而远可以分成

几个圈圈，每一层次的关系则适用不同的互动规范及交换法则。杨国枢(1993)将

之延伸指出，中国人的关系可分成家人、熟人与生人，黄光国(1988; Hwang 1987)

则演绎为情感关系、混合关系及工具关系，分别适用不同的交换法则，情感关系

适用需求法则，混合关系适用人情法则，工具关系则适用公平法则。 

这些关系都能为作为中心的个人带来信任连带，家人因为是保证关系

(Yamagishi and Yamagishi 1994)──也就是一群封闭而又亲近的人在严密的相互

监督下，而能谨守人伦法则，所以产生最强的信任感（王绍光与刘欣，2003）。

熟人的人情交换既是一种带有情感性的强连带又是一种社会交换的关系，情感是

信任的基础，社会交换则需要期待对方在一段时间以后善意的回报，所以往复的

交换会产生信任。生人是工具性交换关系，也就是双方各怀私利的目的进行社会

交换的关系，但长期的社会交换也会产生信任，而且长期的工具性交换中，人们

总是要展现可信赖行为以取得更多的交换机会，所以也能培养出信任感来



(Hardin 2001)。因此这些关系对中国人而言，都是取得资源的重要管道，共同构

成个人的人脉网(Luo 2005)。 

自我中心信任网蕴涵着资源，因关系人的社会地位高低，关系亲密程度各异，

以及网络结构之不同，而可动员的资源也不一样(Lin 2001)。中国社会尤其如此，

一个人要完成个人目标，就必须动员人脉网，靠着一群人的力量，此时个体主义

的倾向──强调个人利益，不愿与人分享私密信息，明显地追求自我实现──往

往被认为是自私、短视甚至是无礼的，得不到别人的合作，在中国，这就无法完

成个人目标。所以中国人不会展现个体主义，但也绝不是集体主义，因为他仍有

个人目标存在，不会因为集体需求而牺牲个人目标，对人开放重要资源也是差序

格局的，有选择性的，为的是自已人脉网内的和谐，但其终极目的仍是个人的自

我实现，完成自我目标。 

为什么在中国，个体与集体可以相辅相成？为什么一个高度追求个人成就的

人常常会依从集体需要以维持内部和谐，而一个懂得「屈己从人」以取得集体合

作的人也常常有很高的个人成就？中国人关系圈理论以为这是因为集体边界的

模糊性，中国人会基于自已的人脉建构出一个集体，透过集体努力，完成个人目

标，同时反过来，又把集体成员当作「自己人」，结成一个小圈圈，大家协商或

博奕出共同的目标，共同取得资源，一起分享资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是当

协商共同目标有困难时，「自己人」的边界是可以改变的，一部分人离开，个人

目标可以保持和集体目标一致。这现象在在说明集体边界的模糊性，公与私，个

人与集体，自己人与外人之间的边界都是变动的，是可以「推己及人」的，把自

己人的圈子因个人需要而放大或缩小。由内而外的推，或由外向内推，说明了中

国人的非二分法的思维，不是钢性地划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界线。透过这样弹

性的调整以及分享的机制，个人利益总要和集体利益一致，中国人也因此总要找

到可以归属的集体，借着集体的努力，取得个人的利益。 

这正是许烺光的“情境中心”概念，中国人的「内部人和外人」、「强连带

和弱连带」会因为个人不同或情境不同而不同，「自己人」可以因时因人而扩大

圈子，或缩小圈子，没有固定边界。集体之内是不断地协商大家利益与目标的过

程，以及不断博奕以取得妥协的过程，即使是集体的领袖也要懂得「屈己从人」

的道理，以维系集体的合作。 

许烺光的“情境中心”概念强调中国人在家之中是集体主义的，但在家之外

就不是。两千多年儒家的人伦教化使得中国人十分重视家族关系，家族之内个人

应该完全遵守三网五常的行为法则，严守家族的规范，置家族利益于个人利益之

上，所以在中国，家族是重要的行动单位，个人在其中只是一个分子，展现出集

体主义的行为。家扩而大之，可以成为宗族，宗族可以是一个地方乡土社会的主

体，所以家族之外，有时宗族关系与地缘关系也让中国人表现出集体主义倾向。

但在这个范围之外，国家、民族、组织、阶级、宗教团体等在西方常见的集体中，

中国人则没有这种集体主义倾向。 



情境中心的概念进一步指出，一般而言，组织或工作团队成员不会有集体主

义倾向，但这又是因情境而变的，好的领导如果能营造组织成为「家」，使集体

成员有归属感，则成员也会展现集体主义倾向。家国、家天下的概念就说明了中

国人会把家的范围扩大，可以视一国为一家，甚至整个天下为一家。从先秦到汉

代，儒家的人伦概念可以从血缘关系扩大到五伦中的上下关系及朋友关系，到了

宋代，更可以将家族关系扩大到同姓，甚至不同姓却同宗的宗族以及因地缘关系

而有的同乡团体，可以看到中国人推广「家」概念及于其他团体的范例。 

一如个人的经营人脉，组织领导在管理组织时也懂得展现符合人伦法则的行

为，也就是要对员工施恩德、讲人情，把组织视为家，把集体成员视为「拟似家

人」，这正是成员归属感的来源，也是为什么管理者要展现「仁慈领导」的原因

（樊景立与郑伯埙 2000）。中国人修、齐、治、平的哲学总是先齐家而后治国，

正是把组织治理的基础建立在治家之上的思想。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产业中

的很多中小型企业，员工仍是一群一群由某一乡、某一村的乡亲组成（柯志明 

1993），这种以乡亲为基础组建工作团队的现象即使到今天，仍普遍流行在一些

产业中，如建筑业（沈原 2007）。 

在拟似的「家」中，中国人会凝聚成一个集体，这样的组织或团队会有很高

的工作绩效，所以，以拟似的「家」为核心组建出来的团体是中国最主要的自我

组织的形式，而承包正是对中国人而言最好的激励措施，这种「裂土封侯」式的

激励使承包者有机会组建自已的「家」，在一定范围内有完全的权力与责任，也

收取所有的努力成果。而成功的承包者会经营出拟似「家」的团队或组织，使这

群「拟似家人」有归属感，愿意效忠，而发挥出强大的工作能力。建筑业的工程

公司就是范例，一个公司可能是数十个包工队的组合，工作层层「转包」给包工

头，包工头则会有一个由班组长组成的班底，再从家乡中找来工人，组成包工队

（沈原 2007），班底、乡亲基本上都是包工头的人脉，所以包工队就是一个拟

似「家」的团队。 

自我组织一个「家」的激励形式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的工作动机，在组织内

是承包制，在组织外则是外包制，自我组织的发达使得中国的经济是一个「网络

式经济」(Hamilton et. al. 1990)，在海外华人与大陆民营经济中，总是充满著作

外包工作的中小型家族企业，或挂靠进来及承包出去的团队、分公司，各自负担

价值链中的一小段，中心企业将价值链的一段一段分割出去，完全外包或承包，

层层外包、层层整合出完整的价值链（Luo 1997）。这样的激励方式之所以在中

国经济组织中普遍，正是因为它掌握了中国人期待自我组织出拟似「家」的团体，

并因此而使团体的领袖与成员会产生极高的工作动机。 



iii. 「裂土封侯」式激励的缺失 

因为「家」的归属感与「家人」间的信任可以使「分兵突围」的承包制运作

成功，集体成员固然在寻求认同感与归属感，而集体的领袖则既寻求也营造认同

感与归属感，然而每一个人又都在这中间寻找自我成就的机会，因此利益冲突就

不可避免，常常「裂土」出去的「家」会与原来的「家」产生冲突，有了「分家」

的争执，这点很好的体现在双星集团于 2008 年 4 月爆发的一场「老爷子」汪海

与其昔日的左膀右臂刘树利、韩俊芝夫妇的「疆土」纷争中。  

在这个过程中，刘树立韩俊芝夫妇与汪海之间也建立起了温情脉脉的拟似

「家」人关系，据汪海回忆，当初刘树利是一个下岗工人，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汪海收留了他，并逐渐委以重任，其后甚至将他认作「干儿子」。而此前刘韩夫

妇也是相当「尽孝心」，汪海的最高档衣服就是刘韩夫妇所送。「说起尽孝，整

个双星集团没有比上刘树利夫妇的了。」在西南区双星公司改制时，汪海给了刘

树利「免收四年经营权费、免收四年品牌使用费」的优惠政策，给干儿子的这项

优惠政策被汪海形象地形容为「空手捞银子」。（李玫，2008） 

 而 2007 年岁末，汪海高调宣布，双星上市公司剥离制鞋业务，专心发展

轮胎和机械业务，剥离出来的双星名人实业公司则做大、做强制鞋业。这就意味

着汪海要进行又一轮的内部管理机制的改革——「裂土封侯」后面对各路承包代

理商的权力逐渐扩张而实行的「收复疆土」。双星集团成立了一个「市场整顿理

顺发展小组」，并提出由名人实业代表双星集团控股市场 51%的改革方案。具

体内容为，由名人实业与市场承包代理商进行重组，市场承包代理商在名人实业

参股，以能力决定其在名人实业中的职位。这被汪海认为是各承包代理商向他「尽

孝」、「报恩」的最好机会。他认为享受他「封侯」的激励机制并有丰厚收益的

各承包代理商「不能把感恩双星、感恩总裁只放在嘴上，停留在口头上，而更应

该落实到行动上，落实在支持集团党委的决策上，落实在为双星名牌长远发展做

贡献」（李玫，2008），而需要各承包代理商进行包裹着情感交换色彩的巨大

经济利益让渡。 

2008 年 2 月 23 日，双星集团正式发出对西南双星解除授权的通知。告知

双星集团已将鞋和服装产品的生产经营权授予名人实业，要求西南双星配合市场

交接。两天后，名人实业书面通知西南双星，称「公司决定，只将双星产品的地

区经营权授予我方控股(持股超过 51%)的公司」（孙安清，张庆申，2008）。

刘树利夫妇对上述决策提出强烈的异议。 

毫无疑问汪海为刘树利夫妇构造出了一个温情而有效的拟似「家」的情境，

前期赋予了他们高权责的内部承包权，却使得他们的个体利益的实现已大部分地

脱离了集体的约束，但新的市场重组改革这样突如其来的釜底抽薪式的全面收权

已然让他们感到家长制管理下令其个体的被剥夺感、不平等感己超越了集体归属



感。接下来双方的应对措施，如双星集团停止了对西南双星、济南双星的供货；

刘树利夫妇利用舆论对汪海以「过度家长制作风」、「谋求扩张私人影响与利益」

等名义进行讨伐等举措使得双方苦心经营起的信任关系破裂。 

2008 年 4 月 18 日，「西南双星」、「济南双星」正式推出「特星 Tstar」

品牌，刘树利与韩俊芝也分别成为「特星」的董事局主席和「特星」的 CEO。

这意味着原为「双星」最大代理商的这两家内部承包企业最终与汪海主导的青岛

双星名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分道扬镳，这场在市场改革中产生巨大产能效能的双

星「裂土封侯」式的承包激励机制的实践以「分疆独立」的承包关系破裂而告终。 

人脉的建立与维持往往是一个长期的社会交换过程，短期交易行为就显得十

分不合时宜，每一次交换都讨价还价、限时偿还、催讨人情债，则根本无法建立

长期关系。社会交换不能讨价还价，交换目标的价值不好衡量，也无法实时偿还，

所以双方要有相当的信任感，相信对方的善意，期待将来的偿还(Blau 1964)。社

会交换也会在往复的交换中，因为对善意的期待总能相互满足，而培养出更深厚

的信任(Coleman 1990)。有这样的信任关系才能构成人脉。 

如果进一步地，一个人要把某一信任关系变成熟人关系，也就是「自已人」、

「圈内人」，往往要符应两项互动法则，一是在利益分配上要符合均分法则，也

就是「见者有分」、兄弟共享的原则，多多少少好处要大家都均沾，藏私一旦被

发现是十分伤感情的（翟学伟 2005）。二是在人际互动上要符应人伦法则，中

国的五伦关系，除了父子、兄弟、夫妇的血缘关系外，还将朋友与君臣（领导与

部属关系）纳入人伦的范围，所以以君恩臣忠、朋友有义的原则进行人际互动，

可以将关系拉入「家人」的范围，成为圈内、圈外的重要分界（翟学伟 2005）。 

熟人关系适用人情法则（Hwang 1987），中国人的人情交换是一种特殊的

社会交换，需表现出中国的人伦法则，要显出给人帮忙是「义不容辞的」、「应

该的」，「不用还的」，与自已人交往是「只能曰义不能曰利」的，但毕竟它是

以交换为目的，所以在人情交换往往有一本人情帐，给人情的人要表现出朋友有

义的人伦法则，给完就「忘」了，不能再提，但欠人情的人则不能忘，必须记入

人情帐中，抓到机会要随时偿还（罗家德与叶勇助 2007）。只有这样既展现人

伦法则，又持续进行交换，一个人才能拥用一群「自已人」。 

集体之内一个领袖与其集体成员的交换也是长期的人情交换，显出「君恩臣

忠」的人伦法则，领袖提供资源，提携后进是「恩德」，而成员努力作事，达成

任务是「报恩」。集体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这样的扈从关系，领袖给恩德「不求

回报」固然是为了加强他的人脉网，而成员会尽心尽忠，也是因为在一个群体的

合作努力中，集体发展壮大，资源丰盛，在「均分」原则下，「一人得道鸡犬升

天」，大家都能享有更多的资源，进行更多的交换，累积更多的人脉，而有机会

完成个人的目标。所以这依旧是一种理性交换的行为，只是为了长期维护「自已

人」关系，它要展现出符合人伦法则的风貌，一个人总是表现出短期的理性算计，

就无法建立这样的关系。 



中国的组织行为固然有一部分是员工与组织间的互动，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

个人与同事间以及领导与部属间的交换行为。唯有透过交换，个人才能累积人脉，

为了将来组织内的升迁，或个人的转职甚至于创业储备资源；领导则透过交换建

立自已的班底，完成任务，展现积效，乃至于达成个人目标。忽略了这些个人与

个人间的社会交换，只分析个人与组织间的关系，就无法了解中国人组织行为的

全貌。 

双星因分兵突围的承包制而成功，但汪海与刘树利夫妇的分家也说明了这样

的承包制的弱点。老爷子汪海总以「家」的概念经营与西南双星的关系，而忽略

了这必竟是一个长期的利益交换。当「父子」信任关系极强时，「家人」间的人

情可以免了制度上经营权费与品牌使用费的要求，只是西南双星规模越来越大，

占了整个集团的半壁江山时，汪海再想建立起对分公司的控股制度，就来不及了。

这时再以家人间的忠与义相互喊话只是徒费口舌，要想保持长期的利益交换就必

须拿出公平的交换条件，否则亲兄弟都会反目，何况「拟似家人」呢？ 

另一方面，中国人常讲「亲兄弟明算账」以及「丑话讲在前头」的道理也很

重要，如果汪海想建立一套控股制度及随之而来的治理机制，则必须在一开始就

定清楚，即使有损于「家人」间的情面也在所不惜。到西南双星已经坐大，再想

不以公平的交换条件建立这样的制度，是太晚又太不切实际了。 

Iv 结论与管理意涵 

儒家核心思想“中庸之道”中展现出来的管理理想是无为而治的，其组织型

态就是自我组织、自愿性结合(在中国就是以扩大的血缘及进一步的地缘为主的

结合)(翟学伟 2005)、自我协商出秩序以及组织网络的自我管理。明清时代的经

济组织即展现着中国人以宗族为核心自我组织成商业网络的能力。宗族具有强大

的组织功能，以共同祖先为纽带，以宗族组织为平台、以广大族众为基础，可以

在族内动员社会力量，组织出互助合作和各种活动。费孝通说:“中国乡土社会

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费孝通，1998)。

这样的同宗加同乡的团体成为中国人经营各种事业的基础。村落宗族一方面是一

个同宗团体，一方面又是一个地缘团体，村落宗族既说明了中国人自我组织的强

大能力，也是中国人自我组织的重要依据。 

这种自我组织的基础在今日展现出中国人强大的创业能力。笔者在走访一位

于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中任北方沿海县城的乡镇企业局局长时他回忆到，八十年

代盛极一时的乡镇企业基本都是需要承包而生存的，而这种承包关系的取得需要

通过强连带关系获取，例如老部下、老朋友、地缘亲属等等。中国人善于以家族

及人伦法则为基础自我组织成中小经济组织，再以网络连结成完整的生产链

(Hamilton and Gao 1990)，由此可见一般。中国的企业家管的不止是企业，更重

要的是网络，所以经济上的自我组织现象体现出一种中国式的关系特质。 



中国人常把组织视为家的扩大，在拟似的“家”中，中国人会凝聚成一个集

体，这样的组织或团队会有很高的工作绩效，所以，以拟似的“家”为核心组建

出来的团体是中国最主要的自我组织形式（罗家德，2008），而承包就是其中一

种展现泛化式“家”理念的一大特色机制，我们可以说这是“裂土封侯”式的激

励，承包者在与被承包者的拟似家人互动中，获取信任，组建自已的团队，在一

定范围内获取完全的权力与责任，也收取所有的努力成果，对被承包者的回报是

非契约性的道义约束下的“回贡”。 

只是这种「裂土封侯」式的激励很难用个体主义的Y理论解释，因为裂土的

背后是要建立一个「家」，资源与「拟似家人」分享，大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但这又不是集体主义的Z理论，因为这个「家」来自个人的人脉，而人脉的中心

又是自我。 

所以我们提出的中国人关系圈理论就是指出，在中国人以「自我」为中心形

成的差序关系网络中，通过网络中建立、维持的信任关系，组成有共同目标与利

益的集体，运作过程中遵循复杂而情境各异的互动交换法则，必要时也可以调整

集体的边界，以达成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并使之相辅相成。简言之，人

脉的自我中心性使中国人高度追求个人成就，但这成就必须透过基于人脉组成的

集体去追求，所以个人要照顾集体的目标与利益，而人脉的情境中心性则使集体

的边界与内部互动都充满弹性，从而保证了集体与个体目标的一致性。 

在双星因分兵突围的承包制而一举成为同类产品领军品牌的案例中，能够看

到汪海是充分的利用了中国人关系圈的自我中心信任网络，在国家政策环境还不

明朗的情况下，冒天下之大不韪通过「裂土封侯」式的自组织承包制为手下的干

将们构建出双重的「家」——双星集团之大「家」与个人承包负责之小「家」。

小「家」担负自我实现与集团振兴的双重任务，大「家」则要用人情法则与小「家」

之间维持连带与信任，其间包含着复杂敏感的交换法则。而如上所析，刘树利夫

妇与「恩人」汪海的「分家」也就是交换法则未能保持住关系圈内部以及关系圈

之间的平衡与互利而造成。欲想维持住长期的利益交换须在「家」的温情人伦法

则下也注意到交换的公平性，很不幸的，汪海「裂土」时没注意建立治理机制，

改制时又没注意长期交换的公平性，所以导致「分家」的悲剧。 

透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裂土封侯」式的激励具有下表中的管理意义： 

 

激励特色 适用对象 使用时机 注意事项 缺点 

完全授权，让

受激励的人

建立一个自

已的「家」。 

受到高度信

任又能营造

下属有归属

感的人。 

当层级组织

太僵化，外部

环境有高度

不确定性时。 

一、亲兄弟明算账，很多规范

要在一开始就说好。 

二、重视情感需求与「均分」

的公平性。 

少了制度

性的治理

机制，容

易失控。 



三、分出去的「兵」要能够明

确划分责任与收益，并公

平地议定收益分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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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Reward System in Doublestar Group Corporation 

 

Doublestar Group Corporation once was a state-owned company with low 

efficiency and bad management system. In 1983, this company employed an 

internal subcontracting system to reward those employees with high 

management capacity. In this system, the company subcontracted the 

brandname and province subsidaries to the trustworthy managers, who in 

general had good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CEO of Doublestar Group 

Corporation. This reward system was so successful that Doublestar turned 

to be the most famous local brandname in the Mainland China. However, 

following the failure of establishing new governance machanisms, the good 

personal relationship among the subsidaries’ heads and the CEO also broke 

up. Eventually, the company fell into piece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hinese Guanxi Circle Theory to explain why 

the internal subcontracting system is the best reward machanism in the 

Mainland China. A Chinese tends to use ego-centered trust network to build 

up a “pseudo-family”, mobilize this “pseudo-family” to achieve his 

personal goal, and share all rewards with in-group members to maintain 

his/her status as a leader. So, to let a Chinese build up his/her 

“pseudo-family” is the best reward for him/her. However, the reward 

mechanism of this sort in general needs strong personal trust among 

subsidaries’s heads and CEO, and the breakup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 

often results in the failure of governance mechanism. The case of 

Doublestar is the best evidence of this theory.  

 

Key Words: Social Network, The Circle of Differential Orders, 

Motivation, Reward System, Network Form of Organization, Internal 

Subcontra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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